
户籍限制、 技能互补与高技能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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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特大城市收紧落户门槛作为准自然实验， 发现户籍政策收

紧的确阻碍了流动人口尤其是低技能流动人口流入， 致使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升， 由此增

加了高技能女性参与市场工作的机会成本， 进而导致高技能女性的就业不足。 本文发现相

较于非特大城市， 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收紧会导致科技企业中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就业占

比下降 ０ ９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并且这种效应主要由小

微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所驱动。 本文进一步进行了机制排除， 发现无论是单独二孩政策还是

企业的迁入迁出， 均不是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 因此， 更开放的户籍政策有助于高技

能女性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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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对社会经济产生福利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 不

同城市总体上都在逐渐弱化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作用。 这种渐进式过程突出

表现为两个特征： 一是人群差异性。 总体上表现为对高技能人群的强烈偏好， 对于高

技能人群的落户通常更为宽松， 甚至通过降低对高技能人群的落户门槛来达到吸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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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的目的。 二是不同城市层级之间的差异性。 尤其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 落户门

槛通常会更高， 户籍政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直接约束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 然而，

这种做法事实上也会对高技能人群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这种影响表现得更为间接， 因

而在政策实践中常常被忽视。

为了揭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限制可能对高技能人群劳动力市场表现所产生的

影响，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特大城市 （相对） 收紧落户门槛这一政策冲击， 分析其

对高技能女性就业的影响。 尽管高技能女性是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所青睐的人群， 然而

本文却发现， 这种户籍政策改革所试图吸引的高技能人群恰恰因为该政策对低技能人

群的排斥而成为受损对象。 导致这种影响的内在逻辑是城市规模越大， 高低技能劳动

力的互补性就越强 （Ｅｅｃｋｈｏ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５）。 具体表现在： 一是

大城市的生活服务业大多由低技能劳动力承担， 通过户籍制度来约束低技能劳动力流

入， 这将导致城市生活服务业的供给减少， 相应的市场价格也将因此而上升； 二是生

活服务业与家务劳动之间存在替代性， 生活服务业越发达， 意味着人们能够以相对更

低的价格来购买家务劳动； 三是在中国家庭内部分工中， 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务劳

动， 因此生活服务业越发达， 意味着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投入可以有所减少， 从而工

作活动时间可以提高。

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 生活服务业越发达， 则家务活动的 “价格” 就会降低，

高技能女性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成本也就越低， 因此她们参与市场工作的保留工资会

越低， 也就会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工作。 相反， 如果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减少， 则家

务活动的 “价格” 就会上升， 高技能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 保留

工资会越高。 因此， 尽管户籍政策是偏向于高技能人群的， 但由于上述作用机制， 旨

在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户籍政策收紧最终将会对高技能女性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采用企业中从事研发活动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原因为： 第一， 从事研

发活动的女性往往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①， 是典型的高技能劳动力。 第二， 女性劳动力

供给往往具有更高的工资弹性， 通常也并不是从事研发人员的主体， 本文数据中研发

人员女性占比的均值也在 ２０％以下。 这也导致这部分女性由于家政服务价格上升， 从

而要求更高工资时， 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雇用更多的男性加以替代。 除了这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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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比较了全部女性的大学学历比例和专业技术人员 （职
业编码 １３１ － １９９） 的女性大学学历比例， 我们用是否上过大学衡量， 前者均值为 ０ １５， 后

者均值为 ０ ５４。



研究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当下还有特殊意义， 因为女性在创新活动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从国际专利申请来看， 发明人中至少有一名女性的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

数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４００４ 件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８２７０ 件， 发明人中至少包括一名女性的申请

占比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２２ １％ 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１ ２％ ①。 尽管女性对创新活动贡献很大， 但

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因素限制女性才能的施展， 譬如性别歧视、 家庭负担过重

等。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科技部等十三部门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发布了 《 〈关于支

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 为促进和激励女性

科技人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当然， 这些措施更多侧

重于女性科技工作者所直接面临的市场环境及工作特征。
然而基于 《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 于巧玲等 （２０１９） 发现， 已婚的女

性科技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比未婚女性减少 １ １ 个小时， 而已婚男性则比未婚男性增

加了 １ １ 个小时。 如何减少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家务负担呢？ 市场化的家政服务如月嫂、
保姆、 钟点工等是一个可行的渠道。 而家政服务的从业者通常都是低技能劳动力， 并

且以流动人口为主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６）， 因此女性科技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同落

户政策等城市管理措施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女性科技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可能是一

个系统性问题， 一些政策的间接效应通常被忽略， 改善她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需要家

庭、 企业、 社会各方面都做出相应的努力。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户籍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 估计特大 （超大） 城市严格

控制人口规模对企业中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雇用的影响。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户籍改革的一

大特点是， 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下的大多数城市的落户要求有所放松， 但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的落户要求大幅度收紧。 这种政策设计符合双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实证策略的应用要求。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微观数

据， 估计了特大城市落户政策收紧对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就业的影响， 发现相较于非

特大城市， 落户政策收紧会导致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占比下降 ０ ９ 个百分点， 考虑到

样本企业的研发人员中女性占比平均而言不到 ２０％ ， 这种影响的效应规模还是比较大

的。 异质性分析发现， 这种影响主要由非国有企业和小微企业驱动。 由于同一时期发

生了其他政策变动， 比如 ２０１４ 年初中国大多数省份都推出了单独二孩政策， 这自然也

会影响对高技能女性的雇用。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在剔除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之后，
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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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性别歧视， 都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 但通常大多只强调了户

籍制度对于不同户籍群体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或歧视） 效应， 或者只强调了劳

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 （或歧视）。 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分解方法来识别歧视效应的大

小、 随时间的变化， 以及在不同人群中的异质性表现。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 首先， 本文通过对中国户籍政策变动进行评估， 估计其

对于科技创新和性别平等的影响， 可以对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大城市会吸引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工作者， 也同样会吸引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但能完成各种

艰苦繁杂体力劳动的低技能劳动者。 如果特大城市只乐意接受前者而不乐意接受后者，

那么有可能事与愿违。 特别是， 从相关政策文本中所表明的直接目的来看， 高技能群

体并不受到户籍制度收紧的直接约束①， 但这种判断可能忽略了相关政策的间接效应及

综合效应， 而这正是本文所试图讨论的。 其次， 尽管已有文献也提出了大城市中高低

技能可能存在互补性的观点， 但实证研究多集中研究人力资本外部性， 即研究城市中

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进而带动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溢出作用， 通常忽略了低技能劳

动力供给也可能会影响到高技能劳动力， 也有少数研究对此进行讨论 （ Ｃｏｒｔｅｓ ＆

Ｔｅｓｓａｄａ， ２０１１； Ｃｏｒｔｅｓ ＆ Ｐａｎ， ２０１９）。 本文重点关注后一个影响途径。 本文的研究表

明， 后一种机制的反向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第三， 本文的研究把劳动力市场的户籍歧

视与家庭内部分工结合起来。 户籍政策对于高技能女性就业的影响， 是户籍制度和家

庭内部分工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为： 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户籍制度的沿革， 讨论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前后户籍政策变化对特大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的相对影响， 并提供了特大城市人口

变动的一些特征性事实； 第三部分综述相关文献； 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介绍、 数据说

明和描述性统计； 第五部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 第六部分是讨论作用机制； 第七部分

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　 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１９５１ 年公安部颁布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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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必要指出的是， 这种解释强调的是户籍制度本身对于不同人群的异质性作用， 但由于研发

人员通常较容易获得当地城市的户籍， 因此本文户籍制度的效应更加类似于外来流动人口对

于本地高技能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



例》， １９５５ 年发布 《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等级制度的指示》。 随后 ３０ 年对城乡户

口一直严格管理， 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松动， 但比较强调 “抓大放小” 和偏向高技

能劳动力。 １９８５ 年公安部出台了 《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规定》， 在原则上赋予了在

非户籍地长期居住的合法性； １９９７ 年国务院批准了 《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 放宽了农村户籍人口在小城镇落户的限制。

“十二五” 规划提出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 但在 ２０１０ 年

之后似乎越来越重视 “防止特大城市过度扩张” （魏后凯，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表示要 “合理确定大城

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也在提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 强调要严格控制城区

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

２０１９ 年才有所放松①。 简而言之， 中国户籍制度演进过程中， 尽管总体趋势在逐步放

松， 但这种放松具有明显的偏向于高技能人群的特征， 并且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还进一步收紧了特大城市落户。

为了度量户籍政策的宽松程度， 学者通过搜集和分析具体的落户文件， 采用各种

统计方法对各城市落户门槛及其变化做出数量化评估分析。 其中吴开亚等 （２０１０） 分

析了 ４６ 个城市落户门槛的截面差异， 而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估算了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两个时间区间内 １２０ 个城市的落户门槛。 由于本文目的是考察特大城

市落户门槛是否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前后发生重要变化， 因此采用了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的测算。 这一数据基于 １２０ 个城市的具体落户规定， 通过投影寻踪法、 熵值

法、 等权重法等统计方法计算出各城市的综合落户门槛指数， 并给出了普通落户、 高

端人才落户、 购房落户和投资落户的分项指数， 门槛指数值越高， 说明越难落户。

表 １ 是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落户门槛指数减去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的落户门槛指数得到被

解释变量 “Δ 落户门槛”， Δ 表示变化， 而解释变量为特大城市哑变量。 由于落户门槛

指数包含不同子类， 本文分别就普通就业落户门槛、 高端就业落户门槛、 购房落户门

槛、 投资落户门槛以及综合落户门槛进行分析。 从表 １ 不难看出， 综合落户门槛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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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要求 “全面

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３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３００ 万至 ５００ 万的大

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精简积分项

目， 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动和普通就业落户门槛类似， 无论采取哪种统计方法， 特大城市的普通就业落户门槛

都相对收紧了。 这也表明本文随后的 ＤＩＤ 分析框架能够捕捉到落户难度的变化。

表 １　 特大城市与落户门槛变动

对城区人口 ＞ ＝ ５００ 万城市的影响

熵值法 投影寻踪法 等权重法

Δ 普通就业落户门槛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２）
０ ２８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５）

Δ 高端就业落户门槛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５８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６）

Δ 购房落户门槛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２）

Δ 投资落户门槛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２）

Δ 综合落户门槛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８）
０ １８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张吉鹏和卢冲 （２０１９） 的数据计算得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特大 （超大） 城市一直都是人口主要流入地， 其落户门槛

收紧也会直接反映在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上。 图 １ 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上海的

常住人口以及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的变化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 从 １９７８ 年以来， 这两

图 １　 北京和上海 １９７８ －２０２０ 年常住人口及外来人口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北京统计年鉴》 和 《上海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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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常住外来人口长期保持着快速增加的趋势。 但这两个城市的常住外来人口的

增长势头在 ２０１４ 年之后基本上消失， 此后表现出总体持平且略有下降， 并且这一趋势

还在持续， 这显然是与特大城市人口限制的一系列政策直接相关的。 图 １ 所显示的人

口变动特征， 也表明本文所选择的时间节点是合适的。

三　 文献综述

本文探讨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如何影响高技能女性的就业， 之前有少量研究直接

涉及了这一主题。 Ｃｏｒｔｅｓ ＆ Ｔｅｓｓａｄａ （２０１１） 使用美国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人口

普查数据研究低技能劳动力移民如何影响高技能女性的劳动供给， 发现工资最高的 １ ／ ４

女性的周工作时间在这一期间增加了 ２０ 分钟， 其中至少有 ４ 分钟可以归因于低技能移

民的增加。 与此同时， 她们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时间而增加了对家政服务的支出。 同样

使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Ｃｏｒｔｅｓ ＆ Ｐａｎ （２０１９） 发现， 低技能移民增加， 使得女性劳动

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班， 因而更高比例的女性进入对加班给予高额奖励的工作，

女性劳动力的收入也因此得以提高。 Ｃｏｒｔｅｓ （２００８） 利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使用工具

变量方法估计， 发现劳动力中低技能移民的比例每上升 １０％ ， 家政服务和园艺服务的

价格会下降 ２％ 。 该文认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降低是主要渠道。

上述研究文献正面论证了低技能劳动力对高技能 （女性） 的影响。 本文与上述研

究主要的区别在于， 这些研究使用家户数据， 探讨的是对高技能女性劳动供给集约边

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上的影响。 而本文使用企业微观数据， 讨论的是对高技能女性就

业广延边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上的影响①。 本文认为随着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高技能女性一方面固然可以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长， 也有可能在不减小劳动强度的同时

要求更高的工资， 不管是哪一种， 都可能导致企业减少对女性高技能劳动力的雇用。

另一个区别在于本文使用了比较明确的政策冲击来进行识别， 之前研究都采用 Ｂａｒｔｉｋ 工

具变量回归②。 相比较而言， 本文的识别来源更为清晰。

另有两支文献和本文的研究相关。 一支是研究人力资本外部性， 即研究城市、

行业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如何影响其他劳动者工资、 其他企业的生产率等。 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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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集约边际考虑劳动时间的变化， 而广延边际只考虑就业或者不就业两种情况。
通过将一个全国性的随时间变化的冲击与一个地方性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份额做交互作为工具

变量。



本文也是探讨劳动力供给的外部性。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４ａ） 估计了城市劳动力中大学生比

例对各个层次劳动者工资的影响， 结果发现对于高中辍学者的工资影响最大。 Ｌｉｕ
（２００７） 则用 ＣＨＩＰ１９８８ 和 ＣＨＩＰ１９９５ 两期调查数据， 估计了中国城市层面平均教育

水平对个人工资的影响， 发现城市层面平均教育水平每增加 １ 年， 个人工资会上升

高达 １３％ 。 Ｇｌａｅｓｅｒ ＆ Ｌｕ （２０１８） 则使用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 和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两期数据， 利用中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高校院系搬迁中城市迁入和迁出的数量， 作为城市人力资本的工具

变量进行了估计， 发现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每增加 １ 年， 月工资上升 ２２％ 。

以上研究主要基于家户调查数据， 也有一些学者利用企业数据， 但被解释变量

多是采用企业产出。 Ｍｏｒｅｔｔｉ （２００４ｂ） 将美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按

照城市和三位行业代码匹配， 发现同一城市其他三位码制造业行业员工中的大学生

比例会提高本制造业行业中的企业的生产率。 梁文泉和陆铭 （２０１６） 利用 ２００８ 年经

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 发现服务业行业内的企业之间、 服务业行业之间的人力资

本外部性会随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加强， 而来自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反而会随着

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削弱。 研究将之归因于不同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关但不相同，

交流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沟通成本。
另一支相关的文献是针对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 显然， 本文也是在讨论户籍制度

的影响， 只是重点研究间接效应。 有文献发现放松落户门槛会增加大城市规模， 提高

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 （陆铭等， ２０１２）， 增加企业雇用调整的灵活度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其中， 陆铭等 （２０１２） 使用 ＣＨＩＰ２００２ 和 ＣＨＩＰ２００７ 微观调查数

据， 用 １９５３ 年城市人口数据作为当前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 估计当前城市规模对就业

概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城市规模每扩大 １％ ， 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４１ 个百

分点； 同时发现较低组别劳动力受益程度明显更高。 该文献指出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

可能同时损害效率与公平。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使用中国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规模工业企业数据库， 选择 ７４ 个在

２００７ 年之前完成户籍改革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使用渐近 ＤＩＤ 的方法估计了户籍制度

放宽对企业雇用灵活度的影响， 发现户籍制度的放宽明显改善了企业的雇用灵活度。
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户籍制度会阻碍社会流动 （陆益龙， ２００８； 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 其

中， 陆益龙 （２００８） 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 数据， 发现较高的户口等级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社会

等级； 而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 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数据， 利用局部工具变量法研究个人是否迁

移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 这意味

着自由迁移带来了更高的代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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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研究则聚焦于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 其中， 张吉鹏等 （２０２０） 使

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落户门槛指数相匹配， 使用 １９９０ 年人均

粮食产量和城市户籍门槛滞后一期作为普通就业落户门槛的工具变量， 发现落户门槛

收紧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回流概率。 魏冬霞和谌新民 （２０１８） 使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流动人

口动态监测数据和代表性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相匹配， 发现由于高落户门槛导致的高居

住成本和教育资源难以获得， 落户门槛收紧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家庭儿童留守的概率。

梁文泉 （２０１８） 使用 ２００２ 年 ＣＨＩＰ 数据和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调查抽样数据， 使用城

市移民的加权平均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发现移民汇款金额每增加 １％ ， 本地居民收入下

降 ０ １４８％ ； 内在机制是户籍制度收紧会导致流动人口向流出地汇款增加， 从而减少他

们在本地的消费， 进而降低了本地居民收入。

四　 模型设定、 数据和描述统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以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政策冲击， 讨论户籍制度改革对高技能女

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表示要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

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根据这一

思路， ２０１４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在总体上放松户籍制度

约束的情形下， 强调要严控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规模。 需要指出的是， 这

里的 “５００ 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 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分类标准， 并不意味着人口规

模 ５００ 万构成相关政策的实施 “断点”。 按照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这两个文件， 特大城市

的户籍制度没有松动， 而其他城市的户籍则有松动倾向。
本文根据城区人口规模， 将城市区分为人口规模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其他城

市， 前者视为 “严格控制” 的试验组， 后者为控制组。 本文采用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记录了相应企业的年末信息， 因此将 ２０１４ 年视为

政策实施后的年份。 基于这一思路， 本文构造如下形式的双重差分模型：
ｙ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ｔｒｅａｔ ｊ ＋ β２ｐｏｓｔｔ ＋ β３ ｔｒｅａｔ ｊ∗ｐｏｓｔｔ ＋ Ｘ ｉｊｔγ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

在方程 （１） 中， 下标 ｉ 代表企业， 下标 ｊ 代表所在城市 （地级市）， 下标 ｔ 代表年

份。 被解释变量主要采用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的比例， 在稳健性部分也采用从事研发

工作的女性的对数。 如果企业位于 ２０１４ 年城区人口大于 ５００ 万人的特大城市， ｔｒｅａｔ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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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１， 否则取 ０； ｐｏｓｔ 在 ２０１４ 年取为 １， 否则取为 ０， 此外还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和城市

的控制变量、 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的影响。 本文

感兴趣的参数是 β３， 度量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特大城市加强人口控制对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的

女性就业的因果性效应。

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以如下形式的广义差分估计来观察事前的平行趋势：

ｙｉｊｔ ＝ ∑３

ｔ ＝ １
βｔ ｔｒｅａｔ ｊ∗ｙｅａｒｔ ＋ Ｘ ｉｊｔγ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２）

估计方程 （２） 将事前事后拆开为不同的年份， 并将年份固定效应与处理组哑变量

进行交互。 本文将 ２０１３ 年设为基准年份， 一共估计出三个参数， 如果平行趋势的假设

满足， 那么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估计系数与 ２０１３ 年基准年份的估计系数没有显著差别，

而 ２０１４ 年的估计系数则明显不同①。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介绍

本文核心数据来自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包含了中国

至少有一个科技活动人员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后文简称为科技企业）②， 四年共有

２８３８９０ 个观测值， 该数据库是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 的基础数据③。 相对于

大多数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而言， 本文所采用的企业微观数据可能更有助于回答本文的

研究主题。 尽管微观住户调查数据试图在抽样过程中保证对总体人群的代表性， 但在住

户调查数据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劳动力比重通常

都较低， 这会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代表性有所欠缺。 此外， 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一般根

据被访者的教育程度来定义技能特性， 即通常把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作高技能劳动力的代

理变量， 这可能会存在测量偏误。 本文数据中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 直接标识了研发岗

位， 这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采用教育程度来代理工作岗位技能特性分类的测量偏误。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期限虽然较短， 但这一时间段也已经包括了政

策冲击前和政策冲击发生后的不同年份， 尽管政策冲击后的年份短， 但还是符合 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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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除了间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之外， 广义双重差分还有助于研究处理效应在事后如何持续， 但

由于本文只有 ２０１４ 年一年的观测值， 因此这个目标无法实现。
关于样本选择性， 考虑到核心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如果使用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企业样本， 那么大量的企业根本没有雇用任何研发人员， 会导致本文的研究无法进

行。 本文主要是探讨户籍制度收紧对于企业对研发人员需求的影响， 将样本范围限定在有研

发活动的企业是适合的。 没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也可能会对这些政策变动做出反应， 但不会体

现在这个边际上。
关于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的详细介绍参见张杰等 （２０２０）。



的分析框架。 ２０１３ 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表示

要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而本文 ２０１４ 年数据是

年底数据， 企业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对这一政策冲击做出反应。 当然， 这里估计出来的

是政策的短期效应。 一般而言， 企业在长期具有更强的调整能力。 这意味着， 低技能

劳动力减少导致高技能女性的保留工资上升， 企业在长期具有更强的调整能力去替代

这类女性， 因而对其就业可能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的占比。 在本文设定的估计方程中， 都

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此外， 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企业年

龄。 根据数据库中样本企业的控股信息， 本文构造了国有控股指标， 符合该特征的赋

值为 １， 否则为 ０①。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行为通常存在差异性， 因此在以企业数据

为基础的研究中通常都会控制这一特征。 对于不同性别劳动力的雇用行为来说， 既有

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性别雇用偏好可能存在差异 （郑妍妍、 李磊， ２０１９）。 通过

将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和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

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规模 （用总资产衡量） 以及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②。

处理组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和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按照所在城区的人口规模划

分。 根据历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可以得到相应城市城区的户籍人口和暂住人

口， 本文将这两种人口加总得到各个地级市相应年份的城区人口数③。 由此得到这一期

间人口规模 ５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包括： 北京、 天津、 沈阳、 上海、 南京、 郑州、 武汉、

广州、 深圳、 东莞、 重庆和成都④。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城市划分， 在这一期间总体上是

稳定的， 特大城市的名单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城市层面，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研发人员雇用或者人口流动的相关变量。

城市变量主要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包括城市 ＧＤＰ （对数）、 每万人在校大

学生人数、 每万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数、 每万人职业医生数等变量。 一般来说，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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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样本中大约有 ５ ７％的企业会在不同年份改变所有制类型。
参考既有的研究文献 （鲁晓东、 连玉君， ２０１２）， 本文只保留了主营业务在 ２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

并且从业人员在 ８ 个及以上的企业， 并剔除了企业年龄大于 １００ 年的观测值。
这一指标值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的市区人口略有差别， 但 ５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名单没有

差异。
按照本文的计算方式， ２０１３ 年成都的人口数为 ４５１ ８５ 万城区户籍人口、 １７ ６５ 万城区暂住

人口， 人口总数略低于 ５００ 万； 但 ２０１４ 年分别上升至 ４７２ ５５ 万和 ２８ ４０ 万， 略高于 ５００ 万，
因此本文也将成都视为处理组。



济状况和城市人力资本存量都会影响企业的研发人员雇用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而初等教育水平以及医疗资源的丰裕程度则是影响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 （夏怡

然、 陆铭， ２０１５）。 此外， 房地产价格会影响各种不同技能的人口流动 （张莉等，

２０１７； 宋弘、 吴茂华， ２０２０）。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给出了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２３８ 个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均值 （每平方米住宅价格）， 本文以此控制商

品房价格， 并根据省份 ＣＰＩ 进行价格指数调整。

（三） 描述统计

上述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特征如表 ２ 所示， 这里所给出的是样本企业的整体特征，

以及所在城市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样本限定在有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 在全部观测值

中， 研发人员中女性的比例为 １９ ０７％ ， 表明在工业企业中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比例是

比较低的①。 研发人员数平均为 ７２ 人， 中位数也有 ２５ 人， 这超过了全部工业企业的研

发人员雇用的平均数。 企业平均年龄为 １１ ６６ 年， 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据库的平均年龄为 ９ ６３ 年， 由此可见从事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相对可能更为成熟一

些， 或者存活时间更长一些。

比较没有雇用任何从事研发活动的女性的企业和至少雇用 １ 名的企业可以发现，

后者通常 “企业年龄” 更 “老” 一些 （平均高出将近 ２ 年）， 总资产规模更大， 研发

人员数量规模也越高， 并且国有控股企业的比例更高。 从城市层面来看， 后者明显地

更为集中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 并且所在城市的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也要更高

一些， 其他城市特征变量均值则较为接近。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全部观测值 研发人员中女性的人数 ＝ ０ 研发人员中女性的人数 ＞ ０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 １９ ０７４ １７ ２５５ — — ２３ ３３８ １６ ２７２

企业特征

企业年龄 １１ ６６１ ９ ０６１ １０ ０４０ ６ ５８４ １２ ０２４ ９ ４８９

ｌｎ（总资产） １１ ６７６ １ ４７５ １１ １１４ １ ２９６ １１ ８０１ １ ４８３

资产负债比 ０ ５４３ ０ ３３３ ０ ５６７ ０ ３４９ ０ ５３８ ０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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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不同年份的企业分布来看， 情形也大体类似。



续表

变量名
全部观测值 研发人员中女性的人数 ＝ ０ 研发人员中女性的人数 ＞ ０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ｌｎ（企业研发人员总数） ３ ２７０ １ ２５７ ２ ３２８ １ １３２ ３ ４８１ １ １８５

国有控股 ０ ０７４ ０ ２６２ ０ ０２６ ０ １５９ ０ ０８５ ０ ２７９

城市特征

ｌｎ（城区人口） ５ ２０８ １ ０５２ ５ ０８４ ０ ９３８ ５ ２３６ １ ０７４

ｌｎ（ＧＤＰ） １７ ２６６ ０ ９０１ １７ ２３４ ０ ８６７ １７ ２７３ ０ ９０９

ｌｎ（房价） ８ ７６５ ０ ５７４ ８ ７３５ ０ ５３２ ８ ７７２ ０ ５８２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２９１ ２７６ ２６６ ６５６ ２４９ ７５５ ２２３ ９７３ ３００ ５５８ ２７４ ４３８

每万人医生数 ２８ ７０６ １４ ２６７ ２８ １８３ １３ ３５０ ２８ ８２３ １４ ４６２

每万人中学教师数 ４１ ４８６ １１ ９００ ４１ ４３８ １１ ２５６ ４１ ４９６ １２ ０４０

样本量 ２３２１４６ ４２４１４ １８９７３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五　 实证结果

（一） 平行趋势

图 ２ 分别计算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特大城市和非特大城市企业中研发人员中女性比

例的平均数。 从中不难看出， 尽管特大城市的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总是要高于非

特大城市的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但两者的变化趋势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大体是平行

的。 在 ２０１４ 年， 特大城市的研发人员中女性平均比例出现明显下降， 而非特大城市的

相应指标尽管也出现下降①， 但下降要平缓得多。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见表 ３， 一共包括 ６ 列。 前 ３ 列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

固定效应， 后 ３ 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前后 ３ 列内部的差异在于第 １

列没有控制任何变量， 而后 ２ 列则分别控制了企业特征和城市特征。 企业特征包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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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特大城市的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也在 ２０１４ 年出现下降， 可能是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所致。
本文在机制分析部分将考虑这一因素对于本文结果的影响。



图 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特大城市与非特大城市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业年龄、 企业年龄的平方、 企业研发人员总数的对数①、 国有控股情况， 城市特征包括

城市 ＧＤＰ 总量的对数、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房价对数、 每万人医生数和每万人中学教

师数。 在所有回归设定中， 交互项的估计结果都为负， 并至少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 效应在 － ０ ７７９ 到 － １ １５７ 之间。 按照第 （６） 列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 相较于非

特大城市， 特大城市的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在落户政策变化后下降了 ０ ８７７ 个百

分点。 考虑到样本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占比平均也只有 １９％左右， 这个估计结果的经

济意义也是十分显著的。

表 ３　 基准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解释变量：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１ ０８８∗∗∗

（０ ３４７）
－ １ ０１４∗∗∗

（０ ３４１）
－ １ １５７∗∗∗

（０ ３１８）
－ ０ ７８２∗∗

（０ ３６０）
－ ０ ７７９∗∗

（０ ３６０）
－ ０ ８７７∗∗

（０ ３５２）

企业年龄
０ ２１１∗∗∗

（０ ０２９）
０ ２１３∗∗∗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７∗∗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６∗∗

（０ ０５７）

企业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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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尝试了不控制这一指标进行回归， 结果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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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被解释变量：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ｌｎ （总资产）
－ ０ ４０１∗∗∗

（０ １３１）
－ ０ ４０９∗∗∗

（０ １３１）
０ ２６６∗∗

（０ １１１）
０ ２３７∗∗

（０ １０９）

资产负债率
－ ０ ６９５∗∗

（０ ３２２）
－ ０ ６７８∗∗

（０ ３２４）
－ ０ ０５３
（０ １４４）

－ ０ ０６６
（０ １４７）

ｌｎ （企业研发人员总数）
１ ３７８∗∗∗

（０ １８９）
１ ３８７∗∗∗

（０ １８８）
－ ０ ６２８∗∗∗

（０ ２０２）
－ ０ ６２６∗∗∗

（０ １９９）

国有控股
０ ８５３

（０ ５３４）
０ ８３５

（０ ５３７）
０ ３８５

（０ ４５４）
０ ３１８

（０ ４５３）

ｌｎ （城区人口）
１ ２２２

（０ ８４５）
１ ３４１∗∗

（０ ５７１）

ｌｎ （城市 ＧＤＰ）
２ ７６６

（２ ４７０）
２ ２９３

（２ ００２）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ｌｎ （房价）
１ １８８

（０ ９４９）
０ ６１７

（０ ７３３）

每万人医生数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９）

每万人中学教师数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２３２１４６ ２３１９５８ ２３０９６６ ２０４７０１ ２０４５８９ ２０３５２１

Ｒ 平方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７５７ ０ ７５７ ０ ７５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接下来本文将政策之前的年份分为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分别与特大城市的哑变量交

互， 以 ２０１３ 年与特大城市哑变量的交互项为参照组， 估计广义双重差分模型， 结果见

表 ４。 与作为基准的 ２０１３ 年相比，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特大城市和非特大城市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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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比例的差异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这一特征并不受本文是否控制企业 ／城市控制变

量， 或者受本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还是企业固定效应影响， 这表明事前平行趋势得到

满足， 而 ２０１４ 年的估计结果都显著为负。 表 ４ 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

特大城市与非特大城市的企业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的差异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会减少 ０ ７５７
个百分点， 并且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４　 广义双重差分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４）

０ ３４１
（０ ４５４）

０ ２９２
（０ ４４７）

０ ３０３
（０ ３６０）

０ ３２４
（０ ３５８）

０ ２８５
（０ ３５１）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２４５
（０ ３０２）

０ １９３
（０ ２９７）

０ ２５２
（０ ３２８）

０ １６１
（０ ２７４）

０ １７３
（０ ２７１）

０ ２２３
（０ ３０３）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８７４∗∗∗

（０ ２７４）
－ ０ ８５４∗∗∗

（０ ２６２）
－ １ ０１２∗∗∗

（０ ２７１）
－ ０ ６５７∗∗

（０ ３０９）
－ ０ ６４５∗∗

（０ ３１０）
－ ０ ７５７∗∗

（０ ３２６）

企业特征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特征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２３２１４６ ２３１９５８ ２３０９６６ ２０４７０１ ２０４５８９ ２０３５２１

Ｒ 平方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７５７ ０ ７５８ ０ ７５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 ＤＩＤ 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因为被解释变量的形式而改变 （Ａｔｈｅｙ ＆ Ｉｍｂｅｎｓ，
２００６； Ｒｏｔｈ ＆ ＳａｎｔＡｎｎａ， ２０２１）， 本文采用企业内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人数的对数和企

业内从事研发工作的男性人数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 结果见表 ５。 其

中第 （１）、 （２） 列报告了以女性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 第 （３）、 （４） 列则报告

了以男性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

本文能观察到， 户籍政策收紧明显减少了特大城市企业对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的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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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 增加了对男性的雇用， 并且大多数结果都至少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数值

上看， 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相对收紧导致企业对从事研发活动的女性的雇用数量减少

６％ ， 平均而言减少了 ０ ８８ 个从事研发活动的女性的雇用， 并导致了企业对从事研发

活动的男性的雇用数量增加 １ １％ ， 平均而言增加了 ０ ５７ 个男性的雇用。 而第 （２） 列

和第 （４） 列广义双重差分的回归结果表明， 以 ２０１３ 年作为基准， 无论是女性组还是男

性组， 此前年份与特大城市哑变量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是不显著的， 这说明事前平行趋势

假设得到证实。 表５ 的结果表明， 特大城市户籍制度相对收紧对于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雇

用的绝对数量存在不利影响， 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这一结果也与本文第三节提

出的由于成本上升， 科技企业雇用更多的男性科技人员以代替女性的假说相一致。

表 ５　 以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和男性的绝对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 ｌｎ（从事研发工作的男性）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企业特征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２０３５２１ ２０３５２１ ２０３５２１ ２０３５２１

Ｒ 平方 ０ ８８５ ０ ８８５ ０ ９８８ ０ ９８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的第二个稳健性检验是关于城市规模。 到目前为止， 本文都是以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作为标准， 将城市区分为特大城市与非特大城市。 从制度背景的描述可知， 户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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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放松与收紧， 是与城市规模相关的， 人口规模较小城市的户籍政策有放松倾向，

而人口规模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表现出相对收紧的特征。 因此， 本文进一步按城区人

口规模将城市区分为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００ ～ ３００ 万、 ３００ ～ ５００ 万以及 ５００ 万以上四类

情形①。

表 ６ 的前 ３ 列是户籍制度改革与不同城市规模交互作用的 ＤＩＤ 估计量， 分别对应

于将处理组设置为 １００ 万以上城市、 ３００ 万以上城市和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 从中可以看

到， 估计系数都是显著为负的， 并且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随着处理组的人口规模门槛提

高而递增。 这意味着， 户籍制度改革对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人

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 ６ 的第 （４） 列以城区人口小于 １００ 万作为基

准组， 同时放入另外三个门槛进行回归。 户籍政策改革与 １００ 万至 ３００ 万人口城市哑变

量、 ３００ 万至 ５００ 万人口城市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只有与 ５００ 万以上特

大城市哑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并且与第 （３） 列的估计系数较为接近。 这表明

尽管总趋势是城区人口越多的城市户籍制度收得越紧， 但这种户籍政策收紧对于从事

研发工作的女性雇用的不利影响主要由特大城市这一门槛驱动。

表 ６　 以不同城市规模作为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１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４１５∗

（０ ２４２）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３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５８９∗

（０ ３２２）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８７７∗∗

（０ ３５２）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１００ 万至

３００ 万） 哑变量

－ ０ １８９
（０ ２８２）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３００ 万至

５００ 万） 哑变量

－ ０ １１３
（０ ３６７）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

上） 哑变量

－ ０ ９８５∗∗∗

（０ ３６３）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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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企业特征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２０３５２１ ２０３５２１ ２０３５２１ ２０３５２１

Ｒ 平方 ０ ７５８ ０ ７５８ ０ ７５８ ０ ７５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异质性分析

本文接下来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表 ７ 给出了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①。 表 ７ 第

（１） 至 （３） 列采用方程 （１） 的设定形式， 第 （４） 至 （６） 列采用方程 （２） 的设定

形式。 回归结果表明， 特大城市户籍政策收紧对于不同规模企业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

雇用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这种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小微企业。 对于大型和中型

企业来说， 户籍政策收紧对其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并没有产生统计显著的影响， 尽管

相应变量的估计系数也为负。 这一结果表明， 小微企业的雇用行为更容易受到政策冲

击的影响。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大型、 中型企业始终需要大量的研发人员， 而且其经

营能力比较强， 因此并不会因为研发人员要求涨工资而显著降低对其雇用； 而小微企

业本身实力有限， 因此在成本增加之后， 会削减对女性研发人员的雇用②。 这也意味

着， 从长期来看， 特大城市户籍政策收紧将对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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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的企业规模分组来自于 ２０１４ 年微观企业创新调查数据的单位规模变量， 该变量由被调

查企业填报， 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 国家统计局设定的单位规模则同时考虑了主

营业务收入和从业人数， 因此尽管我们数据中所有观测值都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但很多企

业雇用人数不多， 依然存在小微企业，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ｚｓ ／ ｃｊｗｔｊｄ ／ ２０１３０８ ／
ｔ２０１３０８２９＿７４３１８ ｈｔｍｌ。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 特大城市户籍政策收紧时， 落户指标的分配将更加倾向于压低小微企

业的需求， 而大型、 中型企业也会有更多的方式去化解这种政策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

意味着小微企业雇用女性去从事研发活动的制度成本在上升。



表 ７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微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微企业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４３１
（０ ７１４）

－ ０ ７１６
（０ ４９８）

－ １ ０２４∗∗∗

（０ ３３２）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９２６∗∗

（０ ４４０）
０ ５１３

（０ ４５９）
０ ０６８

（０ ４１１）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１ ２７４∗∗

（０ ５２４）
０ ３８１

（０ ３５２）
０ １３３

（０ ３４１）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１５５
（０ ６９４）

－ ０ ４９３
（０ ４７７）

－ ０ ９７７∗∗∗

（０ ３２９）

企业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４７４５ ４５０３２ ８１７０３ １４７４５ ４５０３２ ８１７０３

Ｒ 平方 ０ ７２０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５ ０ ７２０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５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另一个异质性分析是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表 ８ 根据是否国有控股将企业为两种类

型。 从中可以发现， 特大城市户籍收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类型中，

国有控股受到政策冲击的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经

营行为具有更强的利润动机， 其要素需求行为对于要素价格变动更为敏感， 当特大城

市户籍制度改革抬高了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的市场价格和制度成本， 非国有控股企业

更容易以减少其雇用作为回应。

表 ８　 国有控股与否的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３２８
（０ ４１２）

－ ０ ９７９∗∗

（０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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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非国有控股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０６５
（０ ４８０）

０ ３２５
（０ ３６３）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０ １１２
（０ ４９８）

０ ２３８
（０ ３１５）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３１９
（０ ４９８）

－ ０ ８５０∗∗

（０ ３４０）

企业特征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５７６３ １８７２２８ １５７６３ １８７２２８

Ｒ 平方 ０ ７９８ ０ ７５５ ０ ７９８ ０ ７５５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六　 机制考察

（一） 影响机制： 特大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流入趋缓

在中国家庭分工中， 女性通常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动， 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在较大

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的这种压力。 但城市服务业通常都是由低技能劳动力提供的， 一个

城市低技能劳动力流入规模越大， 则家政等城市服务业的价格相对较低 （Ｈｅ ＆ Ｌｕｏ，

２０２０）。 与此相反， 低技能劳动力流入越少， 则服务业的价格相对更高。 这对于高技能

女性的家务劳动将形成替代效应。 当城市中低技能劳动力流入规模较大的时候， 城市

服务业价格下降， 从而更多的女性高技能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力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

在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中， 通常强调的是如何留住高技能人才， 因而所设定的各

种门槛通常以阻止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为目标 （陆铭等， ２０１２； 梁文泉、 陆铭，

２０１６）。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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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大城市户籍政策对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雇用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认为这是

由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导致家庭消费性服

务业价格上涨， 使得高技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上升， 因而企业中从事研

发工作的女性的保留价格上升， 导致企业减少其雇用。 这种影响通常不会直接作用于

高技能男性， 因为男性所分摊的家务活动通常是较少的。

为了检验特大城市落户政策改变对不同技能流动人口的影响，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人口普查或小普查抽样数据， 将 ５ 年前常住地不

在本省、 现在户籍不在本乡镇街道、 来本地的原因是务工经商的 １６ ～ ６４ 岁人群定义

为流动人口， 将其中完成学业并且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定义为高技能流动人口， 将

其中完成学业并且学历为初中毕业及以下的定义为低技能流动人口。 用流动人口占

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 估计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收紧对于不同技能

劳动力的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 政策推行后， 特大城市的流

动人口占比较之其他城市有明显下降， 而这一下降主要由低技能流动人口所驱动。

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特大城市落户门槛收紧的确导致了低技能流动人口的流

入减缓。

表 ９　 不同技能流动人口的变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流动人口

占比

低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高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流动人口

占比

低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高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４ ７４７∗

（２ ７５６）
－ ４ １１７∗

（２ ２０１）
０ ０８８

（０ １４９）

２０００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０ ５７２
（１ ０３２）

０ ７９８
（０ ８３３）

－ ０ ７１５∗∗

（０ ３２９）

２００５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１ ３９９∗∗

（０ ６７２）
－ ０ ６５３
（０ ５５９）

－ ０ ３４０∗∗

（０ １５８）

２０１５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

市哑变量

－ ５ ３８０∗∗

（２ ６１７）
－ ４ １３２∗∗

（２ ０１４）
－ ０ ２１９
（０ １６１）

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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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流动人口

占比

低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高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流动人口

占比

低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高技能流动

人口占比

观测值个数 ９８７ １０５６ １０５６ ９８７ １０５６ １０５６

Ｒ 平方 ０ ９１９ ０ ９０６ ０ ８３０ ０ ９１９ ０ ９０７ ０ ８４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特大城市落户门槛收紧导致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减缓， 其结果将是低技能劳动力供

给减少、 工资水平相应上升。 为了检验这一效应，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全国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按照不同城市规模户籍制度改革和不同年份的双重差分设定，

以流动人口月收入对数为被解释对象， 得到表 １０ 的回归结果。 户籍制度改革后， 特大

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的月收入都有相对更为快速的增长， 初中毕业及以下劳动力的月

收入大约增长了 ４ ７％或 ５ ６％ ， 高中毕业及以下劳动力的月收入增长了大约 ６ ８％ 或

７ ８％ 。 特别是， 分年份来看， 这种变化发生在户籍制度改革以后的年份， 而此前年份

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表 １０　 户籍制度改革导致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变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被解释变量： ｌｎ（流动人口月收入）

初中毕业及以下 高中毕业及以下 初中毕业及以下 高中毕业及以下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５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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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被解释变量： ｌｎ（流动人口月收入）

初中毕业及以下 高中毕业及以下 初中毕业及以下 高中毕业及以下

２０１６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５）

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６７４０１７ ６７４０１７ ７３７８７６ ７３７８７６ ６５８８５２ ６５８８５２ ７２１９９１ ７２１９９１

Ｒ 平方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２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个体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 城市特征包括人口规模、 ＧＤＰ、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每万人医生数和每万人

中学教师数；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９ 和表 １０ 对本文的主要结果构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解释， 即特大城市户籍制度

收紧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及相应的劳动供给， 使得低技能劳动力价格上升， 进而

增加了女性高技能劳动力参与市场工作的机会成本， 导致对其雇用减少。 进一步地，

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对于高技能女性雇用的影响机制， 也是与基于企业规模和所有

制结构的异质性分析结果相一致的。

（二） 机制排除： 人口政策

与特大城市户籍收紧大致同期的一个政策是中国实行了全面的单独二孩政策， 即

夫妻任何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①。 这种生育政策的松动意味着女性在子

女生育及养育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可能直接提高雇用高技能女性的成本， 并可

能降低其产出效率， 因而企业可能会减少对其雇用。

这里分两步来排除这一竞争性假设。 如果放开单独二孩的政策对于特大城市的

高技能女性更为有效， 那么说明该政策前特大城市有更多高技能女性只生了最多一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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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①。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 保留了其中 ２０ ～ ４０ 岁的教育程

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女性个体， 然后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特大城市这一哑变量对最多生

育一个孩子的概率的影响， 结果见表 １１。 从中可以看出， 特大城市的高技能女性反而

有更少的概率没有生育或者只生育一个小孩。 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和城市特征之

后， 特大城市的高技能女性最多只生育一个小孩的概率比非特大城市低 ３ 个百分点，
结果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１１　 至多生育过一个孩子的高技能女性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分布

（１） （２） （３）

至多生育过一个孩子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１）

年龄
０ ３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３１２∗∗∗

（０ ００４）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城市特征 否 否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０５２０９ １０５２０９ １０４５５８

Ｒ 平方 ０ ０００ ０ ３７７ ０ ３７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计算得到。

接下来， 本文通过在基准回归中额外控制政策前每个城市 ２０ ～ ４０ 岁高技能女性中

最多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的比例， 将之与年份 ２０１４ 哑变量进行交互， 然后进行回归。 如

果引入这一额外因素导致本文关心的系数不显著， 那么就说明放开单独二孩的政策的

确影响了科技企业对女性科技人员的雇用。 如果没有影响本文的核心交互项的估计系

数， 那说明这一效应还不足以完全解释本文观察到的现象。 从表 １２ 的结果可以看出，
控制人口政策后的核心解释结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而人口政策本身的估计系数均不

显著， 这有力地排除了这一干扰因素。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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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控制人口政策后的估计结果

（１） （２）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 ０ ８７３∗∗

（０ ３４４）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２５５

（０ ３５３）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２１１

（０ ２９８）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 ０ ７７１∗∗

（０ ３２２）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高技能女性中最多只生育

一个子女的比例

０ １７３
（２ ６０９）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高技能女性中最多只生育

一个子女的比例

－ ３ ２８５
（２ ７１０）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高技能女性中最多只生育

一个子女的比例

－ ２ ０９３
（１ ５８５）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高技能女性中最多只生育

一个子女的比例

－ １ １８５
（２ ２６５）

企业特征 是 是

城市特征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２０３１５５ ２０３１５５

Ｒ 平方 ０ ７５８ ０ ７５８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计算

得到。

（三） 机制排除： 企业迁移

假如科技企业因为雇用成本上升迁离特大城市， 来到中小城市， 这时候由于这些

城市中符合要求的女性较少， 有可能减少对其雇用。 但如果这一点成立， 由于本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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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都是企业经营所在地， 那么应该看到特大城市的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雇用比例相

对增加， 这和本文的结果是相反的。 但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发挥作用， 假如特大城市中

一些实力较弱的科技企业选择搬走， 那么剩下的就主要是规模较大的企业。 同时假如

这些企业本身不喜欢雇用女性， 可能是因为其要求的技术水平较高， 也可能是因为存

在系统性歧视， 那么依然有可能导致本文回归结果的出现。

因此， 本文只保留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都在同一城市进行经营的科技企业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１３。 从下表可以看出， 使用 ４ 年连续在同一个城市经营的企业样本使观测值

个数明显下降， 但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回归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符号相同， 绝对值

略有下降， 显著性也有所减弱， 但依然比较相近。 这说明， 由于企业迁移导致的选择

偏误不足以推翻本文的主要结论。

表 １３　 平衡面板的估计结果

（１） （２）

研发人员中女性比例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 ０ ７６６∗∗

（０ ３６８）

２０１１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３４５

（０ ３８６）

２０１２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０ ３６８

（０ ３１７）

２０１４ 年哑变量 × ５００ 万以上城市哑变量
－ ０ ５６１∗

（０ ３０８）

企业特征 是 是

城市特征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９３２４５ ９３２４５

Ｒ 平方 ０ ７３４ ０ ７３４

　 　 注： 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城市层面聚类；∗∗∗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 “中国房价行情网禧泰房地产大数据平台”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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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 发现特大城市户籍政策收紧对从事研发工作

的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异质性分析表明， 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 非国有

企业可能受影响更大一些。 这一现象的背后机制是， 户籍政策收紧阻碍了流动人口尤

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升， 提高了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

参与市场工作的机会成本， 进而降低其就业。 而单独二孩政策和企业在城市间迁移等

因素对本文的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本文的结果对于理解不同城市的户籍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户籍政

策有选择地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 已经成为相当多的城市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

理念。 这一政策构成低技能人群就业和生活选择的直接限制， 不利于其福利改善， 因

而是不公平的。 本文的结果表明， 这种限制也会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 因而

也是没有效率的。 基于高低技能的互补性， 这种 “技能偏向性” 的户籍政策并不一定

有助于实现其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目标初衷。 因此， 户籍制度应当对全体人群保持开

放性和公平性， 其人为设置的选择性不利于劳动力在国内自由流动， 也不利于建成统

一的国内大市场。
由于本文所使用数据在政策实施后的时段只有一年， 因而无法考察户籍政策变化

所产生的长期效应。 不过可以预期的是，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特大城市收紧落

户门槛的做法在长期中将会导致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离开或减缓其流入， 低技能劳动

力的工资将会进一步上升， 因而对从事研发工作的女性 （高技能劳动力） 所产生的不

利影响也可能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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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ｐｏｉ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Ｄ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ｗｏ⁃ｃｈｉｌｄ ｂｉｒ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ｍｏｒｅ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Ｈｕｋｏｕ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ｈｉｇｈ⁃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ｋｉｌｌ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１６， Ｏ１５， 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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